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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学历人才迁入格局的时空演化与驱动因素
—基于 1980—2014年个体迁移大数据

张文佳，王雨润，阴劼

（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基于 1980—2014 年深圳市人口流动普查微观大数据，提取迁入深圳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个体粒度数

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人才迁入格局的时空演化，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影响近 10 a 人才迁移的多维驱动因

素及人才政策调控机理，为完善区域人才政策提供决策支持。结果发现：① 深圳市迁入高学历人才数量快速增长，

群体年轻化、未婚化特点显著，城乡户籍结构差异持续缩小，省内邻近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高值−高值集聚区

域；② 个体家庭情况、地理距离阻碍、城市社会结构等因素共同塑造迁移过程，来自人口数量少、人均 GDP 低、高

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高学历人才具有更强烈的迁入意愿；③ 政策驱动力如深圳市 2008—2012 年实施的连续性审

核制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人才迁入，不同阶段的人才政策对于不同属性人才群体的迁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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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高学历人才通过引导技术溢出

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1]，成为城市知识密集型产业

快速发展的智力支撑和国家与地区间竞争的重要战

略资源。“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纷纷

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以吸引高学历人才群体迁入，区

域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 年）》（http://www.gov.cn/zhengce/con-
tent/2017-01/25/content_5163309.htm），如何依托地

方人才工作机制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成

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关切。

城市间人才流动是城市地理学与人口地理学

交叉领域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热点[2]。基于国际人

才外流（brain drain）与人才增益（brain gain）现象的

研究[3] 指出，人才单项流动会对输出国的经济与科

技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人才流动模式伴随全球化进

程出现回流、环流等复杂多维区域模式[4]。针对动

态变化的人才流动特征，经典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城

市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导致迁移行为发生

的主要原因[5-7]，提出推拉理论与重力模型等解释模

型。经典人力资本理论[8] 将潜在移民认作为通过比

较迁移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以最大化人力资本投资

收益的理性主义者。李（Lee E S）[9] 从迁入地的拉力、

迁出地的推力、迁移中间障碍及个人因素 4 类要素

探讨人口迁移的影响机制。此外，职业发展机会、

个人因素、人际网络、城市设施等因素被普遍认为

对人才流动地选择具有重要影响[10]。

对于人才引进政策效力，Toma 等[11] 在印度的

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吸引作用微

弱，为留住国际人才发挥积极作用。Czaika 和 Par-
sons[12] 基于重力模型发现经合组织（OECD）各国中

积分制人才政策在地区吸引流动人才上具有更高的

政策效力。在此背景下，人才引进的政策效力仍有

待于进一步探讨，特别在国内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

针对中国国内高学历人才流动的空间格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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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者基于履历数据、统计数据、问卷数据、新型

网络大数据等数据，使用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等方法发现高学历人才群体对于发达地区的空间集

聚偏好特征。中国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地区显示出

对于高校毕业生人才的整体粘滞性[13]，高端科技人

才 “孔雀东南飞”的区域流动特征[14] 依然存在。对

于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年轻、

尚未组建家庭且原居住地位于城市中的人才更倾向

于发生流动[15]，Zheng[16] 等发现发生省际流动的人

才相比于城市环境品质更重视工作机会。现有研究

虽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影响地区间人才流动的定量解

释，但对于地区间人才政策效力差异的讨论仍相对

有限，其效果评估与影响机制亟待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 40 a 以来，深圳市以外来人口为主要

动力的人口集聚过程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具有

典型代表性。高学历人才在深圳市人口总体中所占

比重较大[17]，通过长时序还原深圳高学历人才集聚

全过程，能够揭示人才迁移视角下的城镇化发展与

区域联系变迁。排除 1999 年始的高等教育改革与

扩招等外生干扰因素后，2005—2014 年深圳历经人

才引进初始、成熟与改革 3 个政策阶段以调节区域

人才迁入行为。自“十一五”规划提出创新人才工作

机制以来，在区域市场化人才竞争趋向激烈背景下

人才政策导向作用日渐突出。政策效力的定量评估

有助于区域激发人才红利，在中国人口发展关键转

折时期借助合理的人才引进政策配置推动人才资源

空间重构。微观大数据基于个体粒度为传统宏观人

口普查数据弥补迁移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微观个体视

角，在长时间序列下精细反演个体迁移决策和大范

围感知群体人口集聚动态。

因此，本文基于深圳市人口流动普查微观大数

据提取深圳市 1980—2014 年具有本科及以上高学

历迁入人才个体大数据，研究 35 a 间深圳市迁入人

口结构特征与区县级来源地空间格局时空演变。在

区域人才市场化竞争的背景下，利用事件史分析方

法构建纵贯数据，探究 2005—2014 年人才个体迁

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与人才引进多阶段政策效力，为

完善区域人才政策、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决

策支持。

 1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1.1    深圳市人才政策

深圳市自 2002 年始出台、完善与创新了一系

列国内人才引进政策以吸纳创新人才（图 1），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2 年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

《关于引进国内人才来深工作的若干规定》（深府

〔2002〕5 号），开启国内人才引进工作。2002—
2007 年为人才引进工作的初始阶段，阶段内以《深

圳市关于加强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

〔2005〕125 号）与《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

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深发〔2006〕1 号）等非连

续性纲领性政策文件为主，人才引进主体限于用人

单位，人才定义与工作框架不断搭建完善。2008—
2012 年以连续性政策《深圳市引进人才实施办法》

为标志，为成熟阶段。期间以审核制为基本工作方

法开展系统性人才引进工作，并进一步拓宽人才引

进申报方式。2013 年后为深圳市人才引进政策的

深化改革阶段，《深圳市人才引进综合评价指标及

分值表》的颁布标志正式转向积分核准制，不仅综

合考量人才学历、工作、年龄、社保等多方面情况，

同时为控制特大城市人口数量，政策门槛也不断提

高，使人才引进工作更严格。

 

图 1    深圳市人才引进政策阶段

Fig.1    Stages of issuing talents recruitment policies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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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深圳市人口流动微观普查大数据提

取深圳市高学历迁入人才数据。人口流动微观大数

据来自于深圳市规划国土房产信息中心（http://
pnr.sz.gov.cn/），包括 1980—2014 年中国 31 个省

（区、市）（不含港澳台数据）迁入深圳人口数据，共

约 1 906 万个匿名个体。本文针对外地迁入、具有

本科及以上高学历人才的研究对象，通过户籍属性

与受教育属性完成人才个体筛选与提取，共获得可

追溯迁入时间人才个体样本数 23.43 万人。迁入人

才个体属性信息主要包括个人家庭特征（性别、出

生年月、户籍、婚姻状况等）、迁入时间与户籍地址

等，提取区县级来源地信息探究人才迁入时空格局

演化。

基于数据完整性与可获取性，人才个体来源地

驱动因素探究中空间尺度精确至地级及以上城市。

社会结构属性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8]；空

间阻碍因素中计算各地级市至深圳市的直线地理距

离；各市高铁站点开通运营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铁线路列表（国家发改委《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https://www.ndrc.gov.cn/fggz/zcssfz/zcgh/201607/t2
0160720_1145730.html?code=&state=123），分别查

询统计各条高铁线路得出各城市接入高铁网络的最

早年份。

 1.3    研究方法

1） 空间自相关[19]。本文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
数测度各地区迁入深圳市人才数量空间分布的全局

集聚程度；采用局部 Moran's I 指数分析各区县地

理单元与其周边区县迁入深圳市人才数量的局部空

间差异特征。本文采用反距离权重，采用默认阈值

并经增量空间自相关通过敏感性分析。

2） 事件史分析。事件史分析方法（Event His-
tory Analysis）是运用离散状态连续事件分析纵贯性

数据的随机模型[20-21]。本文以年为时间单位，从观测

期始至人才个体迁入发生构成历时事件，采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20] 进行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基本

表达式如下：

ln
P (t)

1−P (t)
= a (t)+

n∑
i=1

bi xCi+

m∑
j=1

b j xT j (t)+µ

µ

式中，P（t）代表个体在时间 t 上作出迁移决策的概

率； xCi（i=1,…,n） 表示 n 个相互独立且独立于时间

的固定解释变量； xTj（j=1,…,m）表示 m 个相互独立

的时变解释变量；b 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a（t）是不

同年份的一组常量； 为随机干扰项。

 2    深圳市人才迁入时空格局

 2.1    迁入人才人口结构特征

由图 2 所示，自 1980 年以来深圳市高学历人

才迁入数量快速增长，人才集聚现象日益显著。同

时，高学历人才迁入数量在深圳市年度迁入人口数

量中的占比则呈现缓慢波动下降，2000 年后人才占

比由 3% 持续缓慢下降至 2%，且该趋势仍可能得

到进一步加强。

高学历人才在深圳的集聚与深圳内生竞争力

发展所呈现的一致性[22]，揭示人才所带来技术、知

 

不含港澳台数据

图 2    1980—2014 年深圳市高学历人才迁入数量与占比年际变化

Fig.2    Annual change of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highly-educated immigrants in Shenzhen from 1980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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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成为城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撑。由于制

造业与服务业吸引大量不具备高等教育背景的初级

劳动力，深圳高学历迁入人才数量增长的同时其占

比持续走低。创新驱动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亟需

高学历人才的智力支持，不断完善人才政策、提高

城市人才吸引力具有现实意义。

1980—2014 年，深圳市迁入高学历人才群体的

人口属性特征与深圳迁入人口总体存在差异并在不

同时期发生明显转变（图 3）（这里做描述性统计，故

使用人才数据全样本进行分类统计）人才群体年轻

化、未婚化趋势显著，城乡户籍差距缩小。

 2.2    迁入人才来源地的空间格局与演化

1980 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深圳迁入人才中心来

源地空间格局不断演变。使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发现

各年段间深圳市迁入人才区县级来源地在空间上呈

现显著的集聚特征，全局莫兰指数值自 1980—1989
年的 0.055 持续增长至 2010—2014 年的 0.131，集
聚特征进一步加强，迁入人才数量较多的地区地理

邻近趋势得到增强并形成规模较大的深圳迁入人才

集中来源地。

进一步引入局部莫兰指数与 LISA 空间分布，

发现高−高集聚区域集中于广东省内与长江中游城

市群，35 a 间空间规模不断扩大与发展，两大高−高
集聚区域逐步呈现空间相连一体化的人才迁移趋势。

由于地理邻近、交通便利、制度统一性较高，省域内

人才流动阻力较小；跨省域迁移中，长江中游城市

群具有较强的科教力量与人才储备，如武汉城市群

与长株潭城市群，但受地区经济产业发展限制难以

为人才提供充足的就业市场与机会，人才外流现象严

重[15]。中心城市主导的高−低集聚区域逐步扩展覆

盖中国绝大区域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杭

州、西安等城市市辖区。深圳市因经济与产业发展

与各中心城市保持密切的经济、技术与人员联系，

同时中心城市各自吸纳周边地区人才流转，其周边

地区与深圳的人才联系较弱，形成高−低集聚区域。

 3    政策响应下深圳市人才迁入决策

驱动因素

 3.1    变量选择

深圳市高学历迁入人才群体在 2005 年以后人

 

不含港澳台数据

图 3    1980—2014 年深圳市高学历迁入人才属性特征演变

Fig.3    Evolution of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y-educated immigrants in Shenzhen from 1980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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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属性特征的显著转变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迁

移决策机制的潜在转型，人才政策导向作用亦日渐

突出。选取 2005—2014 年迁入深圳、迁入年龄大于

等于 22 岁（为保证模型结果无偏限定人才在取得

本科学历后迁入深圳）的高学历人才群体，通过约

5% 随机抽样方法获得共 1 万人个体样本用以探究

驱动因素与政策效力。每个人才个体被观测期间内

的每个单位时间节点均可产生一个分离的观测记录，

采取虚拟二分变量。经过时序扩展、结构重组、来

源地社会结构因素时变变量匹配并且剔除缺失无效

数据后，获得“人年”结构有效观测数据 44 692 条。

在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家庭迁移理论等

经典人口迁移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发展与政

策机制，将影响高学历人才迁入深圳行为决策的因

素从个人家庭因素、社会结构因素与空间阻碍因素

3 个维度共选取 13 个变量（表 1）。
个人家庭因素的微观理论主要来自行为革命

对于迁移行为的研究，基于迁移的净现值收益，年

龄的增加会降低个体迁移倾向[23]，婚姻状况等因素

也有重要影响[24]。空间距离被普遍认为对人口迁移

具有阻碍作用，公路、铁路视角下地区间可达性的

度量被认为对于区域空间结构具有较强的重塑作

用[25]。根据推拉理论，迁入地的拉力与迁出地的推

力将对个体迁移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包括就业机会、

经济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等因素[7]，使用社会结构因

素表征不同来源地之间区域人口、经济、教育与生

态的差异。根据深圳市人才引进政策不同发展阶段，

人才政策变量设置为多分类虚拟变量，包括初始非

连续型政策、连续型审核制政策与积分制综合政策

3 个阶段。

 3.2    事件史分析模型结果：驱动因素

事件史分析模型结果的 Nagelkelke R2 值为

0.572，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中的显著性水平

达 0.471，远超过 0.05 的显著性水平，总预测正确

率达到 82.6%，可认为模型具有较好的整体解释性。

表 2 模型一回归结果表明，2005—2014 年迁入深圳

高学历人才群体的迁移决策受到年龄、户籍类型与

行业因素的影响；地理距离对人才迁移决策仍存在

显著影响；区域人口、经济发展状况、高等教育资源

与人才政策影响人才个体迁移决策。

1） 个人家庭因素。回归结果表明 20~29 岁的

青年人才群体相比于中老年人才群体更有可能做出

迁移决策。青年群体通过迁移行为以获得净现值收

益，老年群体的迁移行为则包括离开原住地与丢失

社会关系的精神代价与迁入地人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损失[26] 等更多风险因素。具有城镇户籍类型的人才

群体更有可能发生迁移行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

的教育机会与公共服务分配问题[27]，使得城镇户籍

群体拥有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与交通可达性进而增

加迁移可能性。从事工业、商业与服务业的高学历

 
表 1    变量描述与测量方法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s and measurements
 

变量 测量方式 时变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家庭因素 年龄 20~29岁=0；30~39岁=1；40~49岁=2；
50~64岁=3；65岁及以上=4

是 0 4 1.37 0.77

性别 女性=0；男性=1 否 0 1 0.62 0.49

婚姻状况 未婚=0；已婚=1 否 0 1 0.58 0.49

户籍类型 农村=0；城镇=1 否 0 1 0.62 0.49

从事行业 其他=0；工业=1；商业=2；服务业=3；无业=4 否 0 1 1.45 1.40

空间阻碍因素 地理距离 各城市到深圳市的地理直线距离/km，对数处理 否 1.76 3.53 2.84 0.39

高铁可达性 当年来源地具有开通运营的高铁站=1；无高铁站=0 是 0 1 0.27 0.45

社会结构因素 深圳人才政策 2005—2007年无政策=0；2008—2012年审核制=1；
2013—2014年积分制=2；

是 0 2 0.81 0.62

区域人口 人才来源地区年末总人口/万人，对数处理 是 1.24 3.53 2.74 0.25

人均生产总值 人才来源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元，对数处理 是 3.48 5.46 4.42 0.32

第三产业占比 人才来源地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是 11.05 77.95 40.56 10.81

高校学生数量 人才来源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人，对数处理 是 0.00 6.01 4.85 0.74

绿化覆盖率 人才来源地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是 0.00 386.64 39.64 19.97

　　注：不含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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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事件史分析模型结果

Table 2    Event history analysis model result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个人家庭因素

年龄：20~29岁（对照组）

30~39岁 −0.64*** −0.73*** −0.60*** −0.57***

40~49岁 −0.43*** −0.76*** −0.39*** −0.37***

50~64岁 −0.58*** −0.85*** −0.55*** −0.52***

65岁及以上 −0.63*** −1.21*** −0.59*** −0.56***

性别：女性（对照组）

男性 −0.10*** −0.10*** −0.09*** −0.09***

婚姻状况：未婚（对照组）

已婚 0.02 0.01 0.02 0.023
户籍类型：农村（对照组）

城镇 0.26*** 0.26*** 0.26*** 0.25***

行业：其他（对照组）

工业 0.08** 0.08** 0.08** 0.08**

商业 0.26*** 0.26*** 0.27*** 0.27***

服务业 0.10** 0.09** 0.10** 0.10**

无业 −0.15*** −0.15*** −0.15*** −0.14***

空间阻碍因素

地理距离（log） −0.08** −0.08** −0.06* −0.05

高铁可达性：无高铁站（对照组）

有高铁站 0.03 0.02 0.00 −0.02
社会经济因素

人才政策：无连续政策（对照组）

审核制 2.08*** 1.83*** 1.44*** 0.64

积分制 24.09 23.75 22.24 22.91

区域人口（log） −0.27*** −0.24*** −0.44*** −0.15**

人均生产总值（log） −0.47*** −0.44*** −0.35*** −0.54***

第三产业占比 0.00 0.00 0.00 0.00

高校学生数量（log） 0.14*** 0.13*** 0.12*** 0.10***

绿化覆盖率 0.00 0.00 0.00 0.00
年龄×政策

30~39岁×审核制 − 0.15 − −
30~39岁×积分制 − 0.26 − −

40~49岁×审核制 − 0.46** − −

40~49岁×积分制 − 0.47 − −
50~64岁×审核制 − 0.37 − −
50~64岁×积分制 − 0.42 − −

65岁及以上×审核制 − 0.78*** − −

65岁及以上×积分制 − 0.86* − −

区域人口×政策

区域人口×审核制 − − 0.23** −

区域人口×积分制 − − 0.67***

区域人均生产总值×政策

区域人均生产总值×审核制 − − − 0.33***

区域人均生产总值×积分制 − − − 0.28**

样本数与拟合优度

人年观测数 44 692 44 692 44 692 44 692

Nagelkelke R2 0.57 0.57 0.57 0.57

Hosmer和Lemeshow检验 0.47 0.73 0.30 0.83

　　注：
*
、 **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0.10和0.05和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示无回归系数；不含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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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相较于其他行业更可能迁入深圳，无业状态的

人才群体迁入深圳的意愿相对较低，工作机会与经

济收入仍是高学历人才迁入深圳的主要缘由之一。

2） 地理距离与交通基础设施因素。由地理空

间距离所带来的阻碍效应仍然存在，该效应在地理

邻近的省域内与湘鄂赣人才迁入集中来源地的空间

格局中已有体现。结果同时显示地理距离所带来的

阻碍作用较小，地区借助自身其他优势条件，如经

济发展状况、政策补贴等仍可对人才保持较强的吸

引力。本研究中高铁可达性因素未对人才流动产生

显著影响。

3） 社会结构因素。来自区域人口数量较少、人

均 GDP 较低的人才更有可能进行迁移。高学历人

才群体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大

型城市的高度集聚与经济收益成为吸引其发生迁移

行为的主要动因。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在市场供

需视角下出现人才外溢，因此位于高校在校学生数

较多地区的人才更可能做出迁移决策。

4） 人才政策的驱动效力。相较于没有系统性

人才引进政策措施阶段，深圳市 2008—2012 年所

实行的连续型审核制人才引进政策阶段通过经济补

贴、住房保障等实质性举措，能够切实有效地促进

人才的迁移行为。2013—2014 年所实施的积分制人

才引进政策，其政策效力尚不显著。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属性的高学历人才个体对

于人才引进政策的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响应，在模型

1 基础上分别引入人才政策变量与各协变量的交互

项。表 2 模型 2~4 显示，人才政策与不同年龄组别

属性，区域人口、人均生产总值等人才来源地属性

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不同年龄组别的人才个体的显著差异化政策

响应，使得深圳迁入人才群体年龄结构趋向均衡发

展。在 2005—2008 年的初始阶段，20~29 岁的青年

年龄组别群体迁入可能性最大，其余年龄组别迁入

发生可能性仅不到青年群体的 50%， 65 岁及以上

老年群体仅为 30%。伴随着连续型人才引进政策，

其他组别的人才群体迁入意愿相较于青年群体有较

大提升，该阶段下迁入人才实现向更均衡、更稳定

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型。2013—2014 年的积分制转型

继续小幅度提升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才群体的相对

迁入意愿。

区域人口与经济因素中，初始阶段中来自人口

数量较少、人均生产总值较低区域的人才群体更倾

向于迁入深圳，其后的连续型审核制人才政策削弱

了区域城市规模与经济状况因素的影响幅度。积分

制转型中，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影响的经济导向人才

迁移现象依然存在，区域人口规模因素的驱动作用

出现显著转型，转向来自人口数量较多区域的高学

历人才更倾向于发生迁移行为，构建起知识经济时

代下人口集聚高地间的人才交流通道。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 1980—2014 年迁入深圳的高学历人

才群体的个体数据，分析迁入人才群体人口特征演

化与空间格局差异，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

2005—2014 年影响人才个体迁移决策的驱动因素，

以反演在不同政策阶段下深圳市人才集聚历程与政

策效力。研究主要发现以下结论：

1） 自 1980 年以来深圳市迁入高学历人才数量

实现快速增长，迁入人才群体年轻化、未婚化特点

显著，城乡户籍结构差异持续缩小。迁入人才群体

来源地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深圳与中国各中心城市

保持密切经济技术联系，同时对周边地区与人才资

源−就业市场不匹配区域表现出高学历人才“虹吸”

现象。

2） 高学历人才群体的个体家庭因素、地理空间

的空间阻碍因素与城市的社会结构背景同时塑造个

体迁移复杂过程。青年群体、具有城镇户籍、从事

工业、商业与服务业的高学历人才个体具有相对更

强烈的迁入意愿；地理距离对于人才迁入仍具有小

幅度的阻碍作用；来自区域人口数量较少、人均

GDP 较低、高校在校学生数量较多的人才更有可能

做出迁移决策。

3） 相较于 2005—2007 年缺乏连续性的人才引

进政策初始阶段，深圳市 2008—2012 年实施的连

续性审核制人才引进政策能切实有效地促进人才的

迁移行为，2013—2014 年人才政策积分制转型的政

策效力尚不显著。连续性审核制人才政策促进迁入

人才群体年龄结构均衡发展，并削弱区域人口规模

与经济状况因素影响；人才政策的积分制转型进一

步促进年龄结构均衡化，在保留经济导向人才迁移

同时促进人口高地间的人才交流。

 4.2    讨论

人才引进政策显示出对个体迁移决策显著的

调节作用，通过薪酬福利、税收减免、住房补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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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优惠等措施可以有效促进高学历人才的集聚[28]。

参考国际技术移民中积分制政策所表现出更好的人

才选择性作用[29]，积分制改革转向下的人才引进政

策在深圳实现了对于迁入人才年龄结构、城镇结构

联系更精细调控，成为人口发展转型期优化人口空

间布局的要求下超大城市进一步提升人口素质与人

才资本竞争力的潜在路径。

迁移影响机制中，经济导向仍是人才迁移决策

的主要影响因素，人才资本−产业发展的双向正循

环是区域吸引人才的根本动力。深圳市以金融、高

新制造为主体的产业经济发展与集聚效应具有相对

优势，基本趋同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为迁入人才

提供良好的就业市场与发展机会[30]。人才迁入集聚

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空间外溢效应[31]，将进一步提

升地区的经济实力。

中国不同地区具有高等教育学历人才的数量

规模正处于区域差异平稳缩小的阶段[32]，迁入人才

来源地由集中于中心城市向更多区域发展，城乡差

距逐步缩小。其社会经济转型对人才迁入格局将产

生重大影响，包括高等教育资源与就业市场不匹配

所导致的人才外流、非城镇户籍迁入人才市民化问

题[33] 等，亟待人才治理工作的纵向深入。

基于以上结论与讨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 注重区域经济、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基于区域

优势产业与重点战略产业布局提升人才引进工作专

业度与靶向性，提升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适配度，

促进人才资本–产业发展双向正循环；② 建立健全

纵向人才治理工作体系，完善人才激励、人才保障、

人才管理等人才引进后续配套服务，重点关注引进

人才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人才评价与激

励体系等多维治理角度；③ 加强城镇体系人才引进

政策系统统筹协调与灵活配置，依据城市战略定位

与功能分工协优化配置不同级别城市人才引进鼓励

型、选择型政策，引导人才资源空间有序流动，避免

恶性竞争、同质化发展。

本文受数据时效性限制，对人才政策的探讨

仅截至 2014 年，伴随近年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快

速演变，对于近 10 a 内的人才政策效力仍有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此外，本文数据未考虑研究时段内

二次迁移离开深圳的人才群体，存在一定系统误

差。未来研究可拓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乃至

全国城市间人口流动与人才迁移网络[34-35] 作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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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 change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highly-educated
immigrants in Shenzhen: Analysis based on microscale

big data from 1980 to 2014

Zhang Wenjia，Wang Yurun，Yin Jie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Highly-educated talents  are  not  only th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urban economic upgrading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but  also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s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microscale big data of the population in Shenzhen, we extract the data of the highly-educated im-
migrants who migrated to Shenzhen from 1980 to 2014. Using the method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we  explore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changes  of  the
high-educated immigrant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nvestigate the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dividual migration decision-making in the past ten years, attempting to uncover the process of talent agglom-
eration in Shenzhen under different talents recruitment policy stage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The number of
highly-educated immigrants in Shenzhen has grown rapidly along with the younger and unmarried demograph-
ic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gap in the urban-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ructure has been shrunk.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rce districts of the highly-educated immigrants are significant as the ad-
jacent areas within Guangdong as well as the Triangle of Central China formed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nd
central cities  dominated  high-low  agglomeration.  2)  Personal  family  factors,  spatial  obstacle  factors  and  so-
cioeconomic factors simultaneously shape the complex process of individual migration. People who are young-
er, holding urban registration and shorter geographical distance, engaged in industry, commerce and service in-
dustries and from areas with smaller population, lower per capita GDP, and mor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immigrate. 3) The continuous audit policy of talents recruitment implemented in Shenzhen from
2008 to 2012 has effectively attracted the immigration of highly-educated talents, promoted the balance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immigrant talents, and weakened the regional socioeconomical factors. The point-system evol-
ution further fosters the equalization of the age structure and the transfer of talents between central citie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the advanced recruitment of highly-educated immigrant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highly-educated immigratio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microscale big data;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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